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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德耀: 中国细胞生物学的奠基人
林妍  吴乔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厦门 361102)
汪德耀先生
汪德耀(1903.02.08―2000.10.12), 我国细胞生物学奠基人、教育家, 知
名的爱国人士和社会活动家, 原福建省政协常委、厦门市政协副主席、农
工党中央咨监委常委、厦门大学校长、厦门大学生物学系教授。汪德耀先
生出生于江苏省灌云县, 幼年随家迁到北京, 亲眼目睹了军阀混战、列强侵
略, 立志求知上进, 远赴海外求学, 在名师之侧潜心治学。“九 ·一八”事变后, 
汪德耀先生身怀报国之心, 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和优越条件, 毅然回国投身
祖国科学事业。无论是国难家亡、社会动荡之时, 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
飞速发展之际, 汪德耀先生矢志不渝, 与祖国科学发展同呼吸共命运, 将毕
生精力献给了细胞生物学的科研与教学, 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
的贡献。其成就为世人铭记, 其品德为后人敬仰。
求学之路道阻且长
汪德耀先生祖籍安徽安庆, 1903年2月8日出生
于江苏省灌云县板蒲镇一个普通的小职员家庭, 幼
年接受私塾教育, 背诵四书五经、古文诗词。稍长, 
在父亲的影响下, 他广泛接触大自然, 启发了对生物
学的兴趣。1912年, 其父亲被聘为农林部主事, 他
即随父母迁往北京, 先入蒙养院, 后进入北京高等师
范(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和中学学习, 开始接
受现代教育。1919年5月4日, 北京爆发学生爱国运
动—五四运动, 正在北京高师附中读二年级的汪
德耀先生, 作为学生自治会副主席, 与时任学生自治
会主席的赵世炎一同发动同学, 积极投入这场斗争, 
并且作为全国仅有的两位中学生代表参加了在北京
大学红楼与北洋军阀当局的谈判—要求罢免亲日
派卖国贼的谈判。五四运动中的经历, 使汪德耀先
生迫切地希望寻找救国救民之路。他认为, 国家之
所以受到不平等待遇, 就是因为贫穷落后, 人民愚
昧, 科学不发达。要想国家富强, 就应该兴科学办教
育, 因此, 他下定决心走科学救国之路[1]。
1921年, 汪德耀先生通过语文、数学、英语三
门功课的考试, 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公费赴法国留
学的资格。从小深受有着生物学知识的父亲与中学
生物老师李士博的影响, 汪德耀先生决定选择生物
学进行深造。他首先在法国里昂大学学习, 经过五
年的努力, 于1925年获得理科硕士学位。翌年, 他转
到法国巴黎大学, 在著名的胚胎生理学家万特倍尔
(P. Wintebert)教授和细胞学者巴哈(M. Parat)博士指
导下, 从事研究工作[2]。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汪德
耀先生先后在法国科学院学报发表了四篇论文, 并
汪德耀教授携夫人汪文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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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汪德耀先生留学法国时留影  1983年11月汪德耀先生赴法国访问在巴黎与罗曼 · 罗兰夫人亲切交谈
于1926年、1928年两次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参加在
捷克首都布拉格和法国博尔多市举行的解剖学学术
研讨会—他在会上宣读四篇原创性高质量的论
文, 从大解剖到分子杂交解剖, 获得与会专家的一致
好评。
在科学研究之余, 汪德耀先生还积极从事写作
与翻译。他写了一部三十多万字的《巴斯德生平和
事业》一文, 介绍这位法国微生物学始祖的生平事
迹; 阅读了罗曼·罗兰的全部著作, 将其早期的信念
悲剧《阿埃儿》、都德的小说《阿尔雷女郎》及法
国大革命另一部悲剧《群狼》译成中文[3]; 1930年初, 
他又将中国女作家谢冰莹的《从军日记》译成法文, 
经法国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罗曼·罗兰大师推荐
在《小巴黎人日报》头版详细报导, 并由瓦罗瓦书
局出版单行本, 深受当时法国读者欢迎。1930年8月, 
汪德耀先生到瑞士看望罗曼·罗兰, 在大师家中见到
印度圣雄甘地, 交谈甚欢。
1931年夏, 汪德耀先生以优异成绩获得法国国
家授予的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学位, 成为中国首位的
细胞学博士, 也是当时中国仅有的七位获法国博士
学位的学者之一[4]。他的《横口鱼类孵化腺的研究》
博士论文, 在世界闻名的《巴黎海洋研究院》年报
全文发表, 并获得诺贝尔奖获得者Berthelot的科学
研究最高额奖金2 500法郎[5]。他的导师万特倍尔教
授和巴哈博士殷切希望他留在法国继续从事研究工
作, 法国著名的罗斯可夫巴黎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
所长普伦郎(Prenant)教授也以优越条件聘请他到该
所工作。与此同时, 他的同学和恋人—年轻貌美
的法国人露丝 · 德维莱(Lucie Devillers)博士也真心
希望他留在法国并极力挽留他。而此时, “九 · 一八”
事变发生了, 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正在侵踏着祖国, 
东北沦陷、华北告急, 几万万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
之中。考虑到祖国的呼唤、民族的需要、振兴中华
的初心, 汪德耀先生下定决心, 毅然放弃了法国的优
厚待遇和优越条件, 忍痛割断缕缕情丝, 于1931年11
月底, 从巴黎经马赛乘轮船, 在海上颠簸三十五天之
久, 终于回到了祖国。
毕生心血倾献教育
初回灾难深重的祖国, 一心想着科学救国的汪
德耀先生也不得不随着动荡的时局而四处奔波, 先
后在国立北平大学、北平研究院任教授和研究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日伪强迫他担任北京师范大
学理学院院长, 他断然拒绝, 迁居抗日战场后方, 任
国立西北联大生物学系教授。1939年, 恢复高等师
范教育制度后, 汪德耀先生在湖南蓝田创办国立师
范学院, 著名教育家廖世承任院长, 汪德耀先生任教
务长。1941年4月, 汪德耀先生应福建省政府之邀, 
到临时省会永安创办全国首家地方性研究机构—
福建省研究院, 任院长兼研究员, 开创了福建省的科
研事业。
1943年, 汪德耀先生应聘到因抗日战争而迁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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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汪德耀校长(中)与王亚楠(右三)、卢嘉锡(汪后右)、陈世昌(汪后左)等系主任合影
长汀的厦门大学, 历任生物学系教授、系主任、理工
学院院长、代理校长, 1945年9月, 正式任厦门大学校
长。当时日本虽然投降, 但学校仍处在万分困难、百
废待兴的局面, 除了多方筹集资金、完成由长汀搬回
厦门的迁校工作外, 还要考虑学校的发展[4]。汪德耀
先生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 筹集资金、搬迁校址、
谋求发展。他对于学校的科系结构进行了重新规划: 
在理学院设立海洋学系, 在工学院设立航空工程学
系和机械工程学系, 在商学院设立国际贸易系, 在法
学院设立南洋经济研究室。这些在我国教育发展史
上空前设立的新科系, 对我国战后国家医治战争创
伤和恢复经济的人才需求, 以及学校和国家今后的
发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解放后山东海洋学院、
北京航空学院、厦大经济学院对外贸易系和厦门南
洋经济研究室就是在上述四个富有特色的系室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因此, 汪德耀先生被公认为有办学
的远见卓识的学校领导人[2]。
早年受到蔡元培先生学术思想的影响, 汪德耀
先生鼓励百家争鸣, 提倡学术自由、实行民主办校。
他聘请了《资本论》的翻译者王亚南、郭大力以及
林砺儒、郭一岑、卢嘉锡、寿俊良等一批进步教授
来校任教或兼院、系领导职务, 为把厦门大学办成
“南方之强”作出不懈努力。从1947年到1949年解放
前夕的解放战争中, 全国学运澎湃, 厦门大学也不例
外。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三次下“亲启密
令”, 要汪德耀先生限期解聘王亚南, 开除几十位进
步学生, 他都多方为他们开脱、辩护, 拒不执行。尤
其是在解放前夕, 国民党政府两次命令汪德耀先生
把可靠的师生和贵重的图书仪器迁往台湾, 他皆虚
以周旋, 软磨硬拖, 使国民党的阴谋无法实现。
厦门解放后, 正在英国考察、访问讲学的汪德
耀先生欣喜若狂, 电贺厦门大学获得新生, 并缩短
在国外讲学考察时间, 冒着被台湾飞机轰炸的危险, 
乘船于1950年3月返校任厦门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委员。同年8月, 他改任生物学系主任, 决心坚持在
教学第一线辛勤耕耘, 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而
继续努力[4]。这一坚持贯穿了汪德耀先生的后半生。
1961年他开始招收研究生, 1981年他被国务院批准
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 在实验室指导了数
十名硕士生、博士生, 其中不少学生已成为学科带
头人[2]。
汪德耀先生常说, 老一辈知识分子在“四化”建
设中要争分夺秒地发挥作用, 但“四化”大业终归会
落在年青人肩上。因此, 他在教师队伍建设和中青
年教师的培养上也倾注心血, 精心指导, 建议领导选
派中青年教师和优秀研究生毕业后出国深造, 尽力
扶持年青教师挑起教学、科研重担[4]。
同时, 汪德耀先生也大力推进校际合作。为促
进国际校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他不顾年迈、辛劳, 
奔波于美、英、法、日本和加拿大等国之间, 为建
立厦门大学与法国尼斯大学、美国克罗拉多大学的
校际合作及纽约“Alton Jones Cell Science Center”协
1674 · 科学人生 ·
作作出贡献。1989年他被尼斯大学授予“名誉博士”
学位。1993年11月应台湾“中央研究院医学生物学
研究所”的邀请赴台进行三周的参观访问和学术报
告, 产生很大影响。1996年汪德耀先生奔走于海峡
两岸, 多次与台湾卫生研究院吴成文院长协商相关
事宜, 开启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先河, 极大地推动海
峡两岸学术交流和学者互访的开展。
科研创新问鼎学界
汪德耀先生回国之际, 正值八年抗日战争, 即
使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 他仍然矢志不渝从事科研。
1940年他发表了《动物细胞的细胞质组成研究》学
术论文, 中国细胞学界公认它是最早研究细胞质两种
主要细胞器(线粒体系及液泡系)的原创性论文, 也是
抗日战争八年中中国唯一的一篇细胞学相关论文[3]。
他注重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 研究牡蛎的人
工受精、育苗和大小牡蛎的人工杂交, 力求阐明我
国养殖海产贝类胚胎发育的规律及其生长发育的
条件, 解决了养殖海产贝类幼苗紧缺的难题。他在
福清蛙蛤养殖场为劳模办培训班, 亲自讲课指导实
验工作, 受到福建省水产厅的高度赞扬。随后, 汪
德耀先生又进行了多项富有成果的研究, 如1991年
初他领导的《甜菊叶细胞超微结构及甜菊昔形成
机理研究》, 获得国家科委发给“国家科技成果”完
成者证书, 专家组评审这项研究从分子水平论证甜
菊昔机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从解放后到“文化大
革命”前, 他发表了二十多篇富有创见性的论文, 得
到国内外生物界的好评。
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 他教学科研的权利被
剥夺, 直到1972年, 他的人身稍有自由, 便潜心科研, 
写出《现代细胞生物学主要特征及发展动态》一文, 
自己花钱印刷一百份, 分送给各大学和科研单位, 向
我国细胞生物界敲起晨钟, 呼唤祖国科学春天的到
来。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的春天, 汪德耀先生重新
焕发了青春, 他70%的研究成果和论著是在这之后
问世的。他一方面继续中断了十年的关于北京鸭精
子发生过程的细胞学研究, 另一方面开展北京鸭精
子发生过程中细胞骨架和核孔复合体的研究, 首次
报道鸟类精细胞变态过程中的微管空间构型和核孔
复合体的超微结构。这些研究成果被认为是填补了
国际上关于鸟类精子发生过程超微结构研究的空
白, 也是我国在细胞生物学新领域—细胞骨架的
第一篇论文。
此外, 汪教授又把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同当前医
学上的难题—癌症结合起来, 开展了癌细胞生物
学三大重点课题之一—癌细胞诱导分化的探索,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被同行专家认为是填补了
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鉴于这项研究成果在国内处
于领先地位, 国家批准在厦门大学生物学系成立国
家专业实验室—肿瘤细胞工程实验室[4]。
汪德耀先生一生共发表论文一百五十多篇, 专
著六部, 主编的《普通细胞生物学》于1992年获国
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 并为诸多高校所采用, 成为
讲授细胞生物学课程的通用教材。《细胞生物学实
验指导》已发行六十多万册, 合著的《膜分子生物学》
获“中国图书奖”, 并载入1996年厦门年鉴大事记中。
汪德耀教授和他的助手陈厦山教授和李棋福博士在实验室 汪德耀教授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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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精图治创建学科
汪德耀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参与制
定我国细胞学的发展计划。1950年8月, 他作为福建
省的科学技术界代表出席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会
议, 亲自聆听周恩来总理关于新中国自然科学发展
宏图的重要报告, 受到极大的鼓舞。
从20世纪60年代起, 汪德耀先生和他领导的科
研组承担有关细胞器结构和功能以及核质相互关系
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研究。他在动植物细胞液泡
系的演进规律、液泡系与高尔基体的相互关系、细
胞质基本组成成分和动物细胞非有丝分裂等方面的
研究取得了许多突破性进展。他根据福建沿海贝类
养殖特点研究出的关于牡蛎人工受精、育苗和大小
牡蛎人工杂交的成果, 解决了我国养殖海产贝类幼
苗紧缺的问题。1963年汪德耀先生受聘兼任中国科
学院遗传所研究员[1]。
作为中国细胞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 为进一
步推动国内细胞生物学的发展, 汪德耀先生与国内
同仁广泛协商、征求意见, 决定以上海细胞生物学
研究所牵头, 联合中国科学院的植物生理所、发育
所、植物所和北京大学、兰州大学与厦门大学等科
研单位及研究人员, 筹备建立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1979年3月, 经全国科协主席团批准成立中国细胞生
物学学会。作为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的副理事长, 
汪德耀先生积极参与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的活动, 
进一步推动细胞生物学学科在中国的加速发展。
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 年逾古稀的汪德
耀先生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 
崇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 并以“烈士暮
年, 壮心不已”的高昂姿态, 继续为高等教育事业的
改革与发展, 为科学技术创新与进步而不倦地工作。
这期间, 他先后担任了厦门大学细胞生物学研究室
主任、抗癌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细胞生物学会副理事长等职[5]。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 汪德耀先生在厦门大学肿瘤细胞工程国家专
业实验室的建设过程中, 投入了大量心血, 为实验室
发展成为现今的厦门大学细胞应激生物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汪德耀先生不仅把毕生精力献给祖国的科教事
业, 促进厦门大学的发展, 而且还是一位出色的社会
活动家。他曾任农工民主党中央谘监委员会常委、
福建省政协常委、厦门市政协副主席, 在四十多年的
时间里克尽职守, 积极参政议政。中共福建省委统战
部给他的贺信中指出: “长期以来, 汪老与我党风雨同
舟, 荣辱与共,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
业努力奋斗, 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原省委
副书记胡宏同志给汪老的贺信中深情地说: “作为德
高望重的知名长者, 您自觉以国家振兴、民族崛起
为已任, 几十年奔波操劳, 尽心尽力, 为促进国际间的
交流以及海峡两岸的沟通, 为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
祖国统一大业, 作出不懈努力。”1989年福建省政府
授予他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 1990年他被国务院评为
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 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
津贴。1991年美国名人传记研究院发给他金质奖奖
框名人证书, 称他为中国细胞生物学的创始人和发
展者。1995年8月, 美国名人传记研究院又授予他“国
际名人文化荣誉证书(第343人)”。此外, 他还被美国
“BESO生物研究中心”聘为高级科学顾问[4]。
师者楷模心存大爱
汪德耀先生对学生的成长总是不遗余力给予
帮助。改革开放后, 汪德耀先生为学生创造便利条
件, 帮助学生走出国门继续深造。现任厦门艾德生
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郑立谋是汪德耀
的学生。当时他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到美国
继续深造, 汪德耀先生为其写了数封推荐信, 助其到
科研水平优秀的实验室进行学习。郑立谋在外学习
期间, 汪德耀先生始终和他保持联系, 关心他的学业
和生活, 对他生活上的困难及时给予帮助, 并在他完
成学业后鼓励他回国创业, 拓展自己的科研事业, 对
国家做贡献。汪德耀先生先后帮助了一批批学子赴
海外深造, 如今这些人大多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优
异的成绩, 其中也有许多人学成回国, 为祖国的细胞
生物学发展贡献力量。汪德耀先生始终将学生们的
成长与发展摆在第一位, 直到九十多岁、躺在医院
病床上, 他还在指导学生们的论文, 为学生们答疑解
惑。
而对于学生来说, 汪德耀先生是与父母一样的
恩师, 不仅在学业上给予指导, 而且在生活中给予关
爱。改革开放之前, 学生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普遍不
高, 汪德耀先生自己的经济条件也差, 但每次带着学
生到外地出差, 汪德耀先生总是自掏腰包请所有学
生吃饭, 点最好的菜, 为学生们改善伙食水平, 但自
己却吃得很简单。汪德耀先生像慈父一样关心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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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学生, 学生们也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般爱戴汪德
耀先生。
汪德耀先生对同事也十分关心, 给予许多帮
助。“文革”时期, 系里一位老师被不公正对待, 得了
重病, 汪德耀先生不顾自己被列为“牛鬼蛇神”并遭
受不公正对待, 坚持带着那位老师多次去拜访厦门
最有名的老中医, 治疗病症。学院的陈睦传老师家
庭负担大、经济条件很差, 工资只能勉强糊口, 汪德
耀先生就从自己不多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 资助陈
睦传老师一家, 为他们解燃眉之急。汪德耀先生对
同事的关心与大方获得了大家的尊敬。当时学院里
有两位老师无论在科研上还是生活中都针锋相对, 
任凭谁调解都没有用。眼看着就要影响到学院的科
研与教学了, 汪德耀先生赶紧出面调解, 分别给两位
老师做思想工作, 在多次谈心后, 两位老师的关系有
所缓和, 学院里的氛围恢复和谐, 大家团结在一起, 
共同为学院的发展贡献力量。
正是汪德耀先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积极乐观
地面对所有问题, 胸襟广阔, 他的人格魅力给师生们
留下了深刻印象, 也给大家带来了深远影响。
结语
正如汪德耀先生所言: “驱使我一生不懈进取、
努力拼搏的动力有两个。一是热爱祖国, 我感到社
会主义祖国越来越可爱。二是热爱科学, 科学是没
有国界的, 但是, 科学工作者却应该有他自己的祖
国, 应该用其所学来报效他的祖国。”汪德耀先生满
怀对祖国的热爱、对科学的热爱, 将自己的全部精
力都献给了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 为我国的细胞
生物学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他的爱国情怀、教育
理念、科研精神、人格魅力值得我们后人景仰、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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